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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ＤＩ抑制还是提升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基于中国２４１个地级市数据研究

李小平，王　紫

摘　要：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是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是中国不断深入全球价值

链的一个 “敲门砖”。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文

试图从地级市层面出发，利用微观企业数据库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于 出 口 国 内 增 加 值 率 的 影 响。通 过 对 各

个地级市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测算，发现在地区分布上，外资进入水平高的城市ＤＶＡＲ反而比较低。从

所有制类型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的外资企业有促进的作用，但 是 对 于 本 土 企 业 却 产 生 了 抑 制 作 用；从

地域分布上看，外资进入在水平渠道上对本土企业的抑制作用在中西部 地 区 表 现 得 更 为 明 显，而 外 商 直 接 投

资的促进作用则只在中部地区相对显著。这主要 是 由 于 对 于 不 同 地 区 和 所 有 制 类 型 而 言，ＦＤＩ的 溢 出 效 应 取

决于其正向的示范和人员培训效应等与负向的竞争效应的制衡。因此，优 化 引 进 外 资 结 构 和 促 进 本 土 企 业 的

产业升级显得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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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伴随着全球化进程，产品内的国际分工已经发展成为当前现代分工的重要形式，全 球 价 值 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逐步形成并且不断发展扩大。各国凭借自身的要素禀赋积极参与到全

球价值链的各个环节，我国也在不断加深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背景下，利用

增加值核算避免了传统贸易统计方式的重复计算问题。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ｅ，ＤＶＡＲ）已经成为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和探

讨。目前，许多学者对我国ＤＶＡＲ的核算、影响因素以及基于ＤＶＡＲ的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等问

题都做了深入研究［１］［２］。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长期被发达国家垄断，包括中国在内的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只能被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如何突破这一困局？利用外资是进入全球价值

链的一块敲门砖，同时也是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一个重要途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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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逆 全 球 化 的 背 景 下，我 国 实 际 利 用 外 资 总 额 却 呈 现 出 不 断 增 长 的 趋 势，不 同 于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逐月下降的趋势，自２０１８年１月以来，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金额不断增长，仅前三

个季度累计总金额就达到了４　２１４．６９亿美元，超过２０１７年全年利用外资的总额。那么，外商直接

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ＦＤＩ）究竟是否能真正帮助我们走出困境，在ＤＶＡＲ上实 现 增

长？现有的文 献 对 这 一 问 题 并 不 能 给 出 一 致 的 答 案。张 杰 等［４］发 现，外 资 企 业 中 的 ＦＤＩ是 其

ＤＶＡＲ增长的主要动力，而ＦＤＩ对于本土企业的拉动作用却不明显。其后，张鹏杨等［５］指出，ＦＤＩ
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这一中介变量，对ＤＶＡＲ的影响呈现出 “天花板效应”，说明一定程度上

对ＤＶＡＲ产生了促进作用，但也可能会使我国更加严重地陷入低端陷阱，导致来自上游行业的出

口产品增加值下降。毛其淋等借鉴Ｊａｖｏｒｃｉｋ的做法，将外资进入中国的水平划分为行业内的水平溢

出、行业间前向关联以及行业间的后向关联三个维度，探讨发现ＦＤＩ在总体上和企业的ＤＶＡＲ有

正向的关系，但是其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抑制了内资企业的ＤＶＡＲ增长［６］［７］。
综上，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影响机制及作用结果还有待我 们做 更进 一 步的探 讨。另外，当前从微

观层面研究ＦＤＩ和ＤＶＡＲ之间关系的文献虽然不少，但是具体研究ＦＤＩ和ＤＶＡＲ之间作用机制的

不多，也鲜少 有 文 献 把 企 业 的 数 据 加 总 到 地 级 市 层 面 来 分 析 这 两 者 的 关 系。探 究ＦＤＩ对 城 市

ＤＶＡＲ的影响机制对于我国各地区更深层次地嵌 入 全球 价值 链，同时构建自身的国内价值链有着

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第一，试图弥补现有文献缺乏利用微观企

业数据库对于区域出口增加值率测算的缺憾。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测算出企

业出口的ＤＶＡＲ，然后在此基础上加总形成以地级市来划 分 的地 区层 面 的ＤＶＡＲ。第二，在此基

础上，总结出 我 国 地 级 市 层 面 ＤＶＡＲ值 的 分 布 规 律、存 在 差 异 及 其 原 因。基 于 内 部 不 同 地 区

ＤＶＡＲ的分析对于我国摆脱当前 “低端锁定”局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认识全球价值链

在区域层面和地级市内部层面的变化规律。第三，利用核算出来的城市ＤＶＡＲ，结合 测 算 的ＦＤＩ
数据，进一步分析ＦＤＩ的流入对于地级市层面ＤＶＡＲ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在目前的研究 中，与 本 文 相 关 的 文 献 主 要 有 两 支，第 一 支 为 ＤＶＡＲ测 算 的 文 献；第 二 支 为

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影响的文献。
首先，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增加值贸易。一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可以界定为国外

最终需求所拉动的本国增加值，进而，国内增加值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即为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率 （ＤＶＡＲ）。这一比率可以体现出一个经济体在国 际贸 易 中获 取 实 际 收 益的 可能 性，因此，近年

来学者们对ＤＶＡＲ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在核算方法上，具体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

方法主要是基于对投入产出表的分解，包括 ＨＩＹ方法和ＫＰＷＷ 方法。ＨＩＹ方法最早是由 Ｈｕｍ－
ｍｅｌｓ等提出的垂直一体化 （Ｖｅｒｉｔｃ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ｉｔｏｎ，ＶＳ）的分析方法发展而来。它基于非竞争性投

入产出表，利用单区域的投入产出模型，把一个国家贸易出口所包含的增加值分解为来自国外和来

自国内的增加值部分［８］。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９］对 ＨＩＹ方法中的同密度中间品投入的这一假设进行放松，
通过对贸易出口增加值重新进行分解，得到了分解数值，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和真实的贸易利得，在学术界中得到了广泛运用①。Ｔｉｍｍｅｒ等［１０］基于 ＷＩＯＤ投入产出表，
利用ＫＰＷＷ方法将增加值分解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入两个部分，同时指出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

链低端，认为主要原因是过度依赖低技术劳动力的出口。王直等［１１］将ＫＰＷＷ的分解方法进行了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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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提出的这一方法简称ＫＰＷＷ方法。



展，依据出口贸易品的价值来源以及中间品渠道的异质性，建立了完整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法则，形

成了当前学术界对于增加值贸易宏观层面测算的一套成熟体系。国内许多学者基于王直等的增加值

贸易核算法则做了相关课题的延伸研究。另一类则是微观层面的测算方法，主要是基于中国工业企

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集中在企业层面进行核算。鉴于宏观方法不能反映企业的异质性，以

及投入产出表时间非连续性的缺陷，学者们开始在ＫＰＷＷ方法的基础上利用微观数据库测算企业

层面的出口增加值。Ｋｅｅ等［１２］发现企业之间存在间接贸易的计算以及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识别问

题，进而提出间接贸易可能会存在因进口产品的相互转售而造成的企业进口产品的估计误差。Ｕｐ－
ｗａｒｄ等［１３］合并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利用ＫＰＷＷ 方法中的核算公式计算了

企业的ＤＶＡＲ，使直接从微观层面数据来测算ＤＶＡＲ成为可能。张杰等［４］则综合考虑了贸易代理

商、中间品间接进 口 和 资 本 品 进 口 的 问 题，提 供 了 一 个 更 准 确 的 测 算 企 业 ＤＶＡＲ的 方 法。吕 越

等［１４］参照Ｕｐｗａｒｄ等的测算方法处理了贸易方式的问题。李胜旗等［１５］借鉴了Ｋｅｅ等的方法，基于

理论上推导的企业ＤＶＡＲ的数学表达式，分析了制造业上游垄断与企业ＤＶＡＲ的关系。
国内价值链的测算基本集中于宏观层面。苏庆义［１６］首次把出口价值分解的框架引申到国内的

地区层面，实际进行了对于中国省级出口增加值的分解和应用。他的研究表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

平与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出很强的负相关关系。沿海省份的出口增加值展现出低增加值率，主要是

由于沿海地区的增加值出口占总值出口比率比较低。但是这一分析利用国内投入产出表嵌入 ＷＩＯＤ
数据库，而投入产出表数据每五年一次，存在着数据不连续的问题。因此，本文试图从微观层面建

立起地级市的ＤＶＡＲ，一定程度弥补宏观层面分析国内ＤＶＡＲ数据不连续的问题。
同时，ＤＶＡＲ的影响因素也是当前广泛讨论的问题。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２］、ＦＤＩ［４］、融资约

束［１４］、进口中间品的质量［１７］等因素中，ＦＤＩ是对中国ＤＶＡＲ变化影响最大的因素［１２］。以往研究发

现，ＦＤＩ对ＤＶＡＲ既有正向的效应，又存在负面的影响，也有可能呈现出 “倒 Ｕ型”的特征。张

杰等［４］考虑了不同贸易类型企业的ＤＶＡＲ，并且提出ＦＤＩ是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ＤＶＡＲ上升

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张鹏杨等［５］、Ｋｅｅ等［１８］也在研究中肯定了ＦＤＩ的流入带来的技术溢出等效

应对ＤＶＡＲ的正面影响。毛其淋等［６］研究外资企业对ＤＶＡＲ的微观效应发现，虽然外资进入在总

体上对企业的出口有升级作用，但是从外资进入的水平渠道来看，降低了本土企业的ＤＶＡＲ。另

外，张鹏杨等［５］、郝凤霞等［１９］通过实证发现，ＦＤＩ的流入对ＤＶＡＲ的影响存在 “倒 Ｕ型”特征。
当外资超过一个拐点后，由于存在发达国家对东道国进行资源和人力资本挤占、封锁价值链进而产

生垄断利润等因素，使得利用外资对东道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基于

以上的分析，现有研究关于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影响的分析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其影响结果取决

于ＦＤＩ产生的各项效应的制衡，需要我们继续进行实证检验。
此外，对于ＦＤＩ如何对ＤＶＡＲ产生影响、通过何种渠道对ＤＶＡＲ产生影响，当前研究主要是

基于中间品投入以及ＦＤＩ的技术溢出路径，包括员工培训效应、示范效应、联系效应和竞争效应

等展开的。一方面，余淼杰等［２０］提出中间品的流入可以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而企业生产率一

定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增加值占比。基于Ｋｅｅ等［１８］建立的ＤＶＡＲ测算模型，也发现ＤＶＡＲ的变化

主要与中间品投入有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ＦＤＩ通过员工培训效应、示范效应、联系效应和竞争

效应等带来的影响结果也是有争议的：（１）国内劳动力以及原材料供给构成了一个国家ＤＶＡＲ在

内部构成的主要部分，因此，国内增加值的提高可以通过外资进入所带来的跨国企业内部和有关联

的出口企业对劳动 力 的 需 求 的 增 加 来 实 现。由ＦＤＩ带 来 的 国 内 人 力 资 本 水 平 等 方 式 的 提 高 也 是

ＤＶＡＲ增长的来源。（２）ＦＤＩ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带来本行业和相关联行业企业生产效率的

提高，进而使得ＤＶＡＲ提升。然而，ＦＤＩ也可能通过技术溢出以及人力资源的门槛效应对ＤＶＡＲ
产生消极或者不确定的影响。在技术溢出上，ＦＤＩ流入可能通过抑制东道国的技术研发水平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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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另外，各国在人力资源上存在着门槛效应，尤其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ＦＤＩ对于

不同国家或者地区的就业结构影响存在着差异，可能进一步造成对ＤＶＡＲ影响的不确定性。罗伟

等［２１］认为，由于人力资本门槛效应的存在，如果平均水平低于门槛值，外资会倾向集中在劳动密

集型行业；只有当平均水平高于门槛值时，外 资 才 会 向 资 本 和 技 术 密 集 型 或 者 高 增 加 值 率 行 业 转

移。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选取

通过文献研究发现，ＦＤＩ、进口中间品、融资约束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等因素都会对ＤＶＡＲ产

生影响，其中，ＦＤＩ的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同时也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动

力之一，因此本文主要分析ＦＤＩ以及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影响路径。

现有研究认为，ＦＤＩ的溢出效应主要存在着四种传导机制：员工培训和流动效应以及联系效应

带给企业的主要以正向效应为主，而示范效应和竞争效应则既有正向的推动作用，也可能带来负向

的水平溢出。

ＦＤＩ会对原材料的价格以及中间品投入等因素产生影响，从而影响ＤＶＡＲ。ＦＤＩ可以通过中间

品的投入对ＤＶＡＲ产生正向的影响［１８］，外资的进入一方面增加了作为零部件的中间产品的流入，

使得上游行业的成本降低；另一方面，ＦＤＩ带来的中间品流入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国内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２０］。但是，ＦＤＩ作用于中间品也可能带来负向的影响，造成ＤＶＡＲ的下降。主要原因

有三种：第一，由于竞争效应的存在，本国企业生产过程中所需的中间品一部分被跨国公司和国外

中间品所替代，使得本国企业的产出和对本国中间产品的供给减少，因此ＤＶＡＲ下降。第二，部

分本国供应商的生产技术水平或产品生产标准等较低，不能满足跨国企业的标准和等级要求，造成

国内产出的减少并 且 减 低 了ＤＶＡＲ。第 三，随 着 跨 国 公 司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中 嵌 入 程 度 的 不 断 加 深，

发展中国家的上游中间品供给行业通常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局面，停留在ＤＶＡＲ较低的生产环节；

同时，东道国在寻求价值链升级过程中，也会受到跨国公司的扼制和狙击，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被跨

国公司所控制，对东道国ＤＶＡＲ的提升不利。
（一）模型设定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构建影响地级市ＤＶＡＲ的基准模型。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影响是全文的研究

重点，因此，将ＦＤＩ设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同时选取了可能涉及的控制变量。模型如下：

Ｄｖａｒｊｔ ＝α１＋βＦｄｉｊｔ＋γＸｊｔ＋εｊｔ （１）

其中，下标ｊ表示城市，ｔ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Ｄｖａｒｊｔ是地级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解释

变量Ｆｄｉｊｔ为外商直接投资额，Ｘｊｔ是模型中涉及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中间品投入、城市ＧＤＰ、科

技和教育投 入、交 通 运 输 能 力 以 及 出 口 规 模 等。εｊｔ表 示 随 机 扰 动 项。为 了 验 证 城 市 层 面ＦＤＩ和

ＤＶＡＲ之间是否具有非线性的关系，我们在计量模型 （１）中加入ＦＤＩ的二次项，得到：

Ｄｖａｒｊｔ ＝α１＋λ１Ｆｄｉｊｔ＋λ２Ｆｄｉ２ｊｔ＋γＸｊｔ＋εｊｔ （２）

同时，为了更进一步考虑ＦＤＩ影响ＤＶＡＲ的机制，在式 （２）中加入中间品投入与ＦＤＩ的交互

项构建拓展模型，得到：

Ｄｖａｒｊｔ ＝α１＋β１Ｆｄｉｊｔ＋β２Ｆｄｉｊｔ·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ｊｔ＋γＸｊｔ＋εｊｔ （３）
（二）指标测度

１．单个企业ＤＶＡＲ的测度 （Ｄｖａｒｉｔ）。借鉴张杰等［４］、毛其淋等［６］、Ｕｐｗａｒｄ等［１３］、Ｋｅｅ等［１８］

的做法，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测算企业的ＤＶＡＲ，即企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其总出口额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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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ｖａｒｉｔ ＝
Ｄｖａｉｔ
Ｅｘｐｉｔ

＝１－
ＩｍｐＩＯｉｔ ＋Ｉｍｐ

ＩＰ
ｉｔ

Ｙｉｔ
（４）

其中，企业、企业所处的年份分别用下标ｉ和ｔ来表示；Ｙｉｔ为企业的产出，用企业数据库中企

业总产值来表 示。ＩｍｐＩＯｉｔ 和ＩｍｐＩＰｉｔ 分 别 表 示 企 业 一 般 进 口 产 品 额 和 加 工 进 口 产 品 额。将ＩｍｐＩＯｉｔ 和

ＩｍｐＩＰｉｔ 相加可以得到企业的总中间品进口额。
在处理了间接进口、企业进口中间品识别和过度出口等问题①后，结合企业贸易方式的差异，

本文可将企业出口ＤＶＡＲ进一步表示为：

Ｄｖａｒｉｔ ＝

１－
Ｉｍｐａｄｊ

＿Ｏｔ
ｉｔ ｜ＢＥＣ ＋ＩｍｐＦｉｔ

Ｙｉｔ
，＝Ｏ　ｔ

１－
Ｉｍｐａｄｊ

＿Ｐｔ
ｉｔ ｜ＢＥＣ ＋ＩｍｐＦｉｔ

Ｙｉｔ
，＝Ｐｔ

ωＯｔ １－
Ｉｍｐａｄｊ

＿Ｏｔ
ｉｔ ｜ＢＥＣ ＋ＩｍｐＦｉｔ

Ｙ（ ）ｉｔ
＋ωＰｔ １－

Ｉｍｐａｄｊ
＿Ｐｔ

ｉｔ ｜ＢＥＣ ＋ＩｍｐＦｉｔ
Ｙ（ ）ｉｔ

，＝

烅

烄

烆
Ｍｔ

（５）

其中，Ｏｔ、Ｐｔ和Ｍｔ分别表示三种不同类型的贸易企业：即一般贸易企业、加工贸易企业和混

合贸易企业；ωＯｔ和ωＰｔ分别用来表示混合贸 易 企业 以 一 般 贸 易 方 式 和 加 工 贸 易 方 式 进 行 出 口 的 比

例。

２．地级市ＤＶＡＲ的测度 （Ｄｖａｒｊｔ）。地级市层面的ＤＶＡＲ的 测 度 借 鉴 Ｋｅｅ等 的 加 总 方 式［１８］。

Ｋｅｅ等在测算行业ＤＶＡＲ时，将单个企业的ＤＶＡＲ加总成为行业总体。因此，城市的ＤＶＡＲ也可

由单个的企业加总得到，表示为如下公式：

Ｄｖａｒｊｔ ＝∑ｉ

Ｅｘｐｉｔ
Ｅｘｐｊｔ

·Ｄｖａｒｉｔ （６）

其中，Ｄｖａｒｊｔ为ｔ期期间ｊ城市的ＤＶＡＲ，Ｅｘｐｊｔ为城市ｊ的总出口额。

３．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１）核心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 （Ｆｄｉｊｔ）。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没有直接的外商直接投资数

据，因此，我们利用单个企业中外商资本 金 占比来衡 量ＦＤＩ。城市的ＦＤＩ也由单个企业的ＦＤＩ加

总求得。加总公式可表示为：

Ｆｄｉｊｔ ＝∑ｉ

Ｅｘｐｉｔ
Ｅｘｐｊｔ

Ｆｄｉｉｔ （７）

其中，Ｆｄｉｊｔ为ｔ期期间ｊ城市的总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Ｅｘｐｊｔ为城市的总出口额。
（２）中介变量：中间产品投入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出每个企业的中间

产品投入金额。一个城市的中间产品投入总额为这个城市所有企业中间产品投入金额加总。利用中

间产品投入总额取对数来代表城市的中间产品投入。
（３）控制变量：①城市ＧＤＰ （ｌｎＧｄｐ）。城市的ＧＤＰ代表着一个城市的发展潜力和市场规模。

市场规模是吸引城市ＦＤＩ流入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许多学者研究发现，市场规模对ＦＤＩ存在

正向的吸引力。采用城市ＧＤＰ （万元）的对数来表示市场规模。②科技和教育投入 （Ｒｄ）。一个地

区整体的受教育水平以及科学技术水平会影响到当地的劳动力素质，而人力资本素质在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企业生产，所以，用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中科技和教育的占比来核算该地区的科教投入。③
交通运输能力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ＦＤＩ来源国对于各个地区的投资涉及生产中各项生产要素的投入和运

输，因此，一个地区的交通运输能力影响着这 个 地区 对 于ＦＤＩ的利用和吸收。采用每个城市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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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限制，具体的处理方法没有在文中显示。



路货运量的对数代表一个城市的基本货运能力。④出口额 （Ｅｘｐｏｒｔ）。一个地区的出口额反映了其

对外开放的程度。我们采用城市所有企业的出口额加总成为城市的总出口额，并对出口额取对数表

示对外开放的规模。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这两套微观数

据库以及宏观层面的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括 （１）企业生产数据；（２）企业产业层面的数据；
（３）企业产品进出口的海关数据；（４）控制变量中城市层面的ＧＤＰ、财政支出、科技教育支出以

及公路货运量等数据。
由于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生产数据和 《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编码体系有很大差

异，若直接根据企业名称或者编码对两套数据库进行匹配会产生较大的遗漏，因此，本文在对两套

微观数据库进行合并的过程中借鉴了Ｙｕ建议的方法［２２］，选取制造业进行研究。在具体观测时间的

选取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包括１９９７—２００６年间的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中包含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间的数据，本文将两者匹配后的观测时间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共计七年的时间维度。在

测算企业层面的数据时，把ＤＶＡＲ数值低于０或高于１的删除。对于城市层面的数据，去除有较

多缺失值的地级市 （如拉萨市、陇南市、铜仁市等），最后获得了２４１个样本地级市的数据。

四、ＦＤＩ对城市ＤＶＡＲ的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典型事实

对于各城市而言，总值出口额中减去中间产品进口总额和实际进口总额，本文测算了全国２４１
个地级市的出口增加值率。基于测算结果，本文发现，除个别地区由于没有出口企业从而缺失数据

外，全国ＤＶＡＲ水平基本呈现出经济欠发达地区高于较发达地区，内陆地区高于沿海地区的整体

趋势。若选取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各省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即各个省会城市作为代表进

行分析也同样符合这一发现。表１列出了中国主要省会城市的ＤＶＡＲ及总值出口额。

表１　各省会城市总值出口额以及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城市
总值出口额
（亿美元）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城市
总值出口额
（亿美元）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

北京 ８　０００　 ０．６２ 济南 １　２４０　 ０．８２
上海 ３５　８００　 ０．６４ 太原 １２４　 ０．８９
天津 ９　１３０　 ０．５４ 合肥 １　０２０　 ０．７６
重庆 １　８３０　 ０．８９ 长沙 ８１６　 ０．７８

哈尔滨 １　３７０　 ０．８１ 武汉 １　７４０　 ０．８４
长春 １　０３０　 ０．８６ 南京 ３　５７０　 ０．６７
沈阳 ２　１９０　 ０．７３ 成都 １　１１０　 ０．８９

呼和浩特 ３５７　 ０．８７ 贵阳 １９３　 ０．６９
石家庄 １　０５０　 ０．７４ 昆明 ６４２　 ０．８０

乌鲁木齐 １４４　 ０．７８ 南宁 １８９　 ０．８９
兰州 ２８５　 ０．７６ 拉萨 ０．１６２　 ０．８６
西宁 ８８．６　 ０．８８ 杭州 ７　６４０　 ０．８２
西安 １　０３０　 ０．８９ 南昌 ７１９　 ０．７７
银川 １３２　 ０．８９ 广州 １３　０００　 ０．６６
郑州 ７２５　 ０．８７ 福州 ３　５３０　 ０．６７
海口 ２１４　 ０．６３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整理。
　　注：表１中展示的为各省会城市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的总值出口额和ＤＶＡＲ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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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１可以初步判断：（１）总值出口额较高即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天津以

及广州等，普遍增加值率相对较低；而呼和浩特、太原、南宁、西宁、拉萨等总值出口额比较低的地

区，其国内出口增加值率相对较高，均达到了８０％以上。（２）区位优势占优的城市，如沿海的海口、
福州、上海和广州等城市的出口中蕴含的本地增加值份额相对较低；而内陆城市，如西宁、西安、银

川、成都等出口中所蕴涵的本地增加值呈现出较大的份额。通常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ＦＤＩ水平

也相对较高。因此，我们初步推论认为，城市的ＦＤＩ与ＤＶＡＲ会呈现出负向的关系。
如图１，进 一 步 按 照 企 业 制 度 类 型 和 区 域 分 组 划 分，发 现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 间 我 国 城 市 总 体

ＤＶＡＲ的均值由６０．２％上升到６９．２％，增长了九个百分点。同时，国有和私营企业的ＤＶＡＲ明显

高于外资企业。中部和西部地区数值相近且都相对较高，东部地区的ＤＶＡＲ显著低于中西部地区。
将企业按类型划分后又会发现，ＤＶＡＲ最低的是东部和中部的外资企业，东部及中部的内资企业

则占据了较高的位置。那么，ＦＤＩ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企业①以及不同地理位置及规模的城市是如

何产生影响的？本文在实证过程中进一步做出了检验。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东中西部城市各类企业的ＤＶＡＲ比较

（二）总样本估计结果

基于公式 （１）所设定的基本模型，在此部分中使用全部样本做回归分析。通过对回归结果的

分析，考察核心变量在不同模型下的稳健性 （如表２所示）。
表２的第 （１）和第 （２）列汇报了全样本总体城市ＦＤＩ对于ＤＶＡＲ的影响。整体上来看，ＦＤＩ

对于城市ＤＶＡＲ呈现出负向的影响，在固定效应下影响系数为０．１１８，说明ＦＤＩ每增加１个百分

点，我国城市总的ＤＶＡＲ会下降０．１１８个百分点。第 （３）和第 （４）列分别展示了我国地级市层

面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ＤＶＡＲ受ＦＤＩ影响的结果。可以发现，ＦＤＩ对于城市内资企业的ＤＶＡＲ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对于外资企业则呈现出一定的促进作用。形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一方

面，依据Ｋｅｅ等的分析［１８］，企业边际生产成本的改变会对ＤＶＡＲ产生影响。而ＦＤＩ所产生的竞争

效应会导致企业边际生产成本的提高，外 资 的 引 入 会 带 来 东 道 国 行 业 内 市 场 竞 争 程 度 的 加 剧，同

时，逐渐激烈的市场竞争又会对行业内的本土企业形成压力，使它们被迫控制或者缩小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的缩小进一步引起边际生产成本的上升和利润率的下降。根据这一点来看，竞争效应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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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于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划分，是参照Ｇｕａｒｉｇｌｉａ等（２０１１）所指出的，按照实收资本中国有、集体以及个人资产占比和

外商资本金占比（≥５０％）来区分的。



表２　综合检验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ＯＬＳ （２）ＦＥ （３）ＦＥ （４）ＦＥ

样本 地级市总体 地级市总体 地级市内资企业 地级市外资企业

Ｆｄｉ －０．１３８＊＊＊ －０．１１８＊＊＊ －０．３０９＊＊＊ ０．０７７＊＊

（－１１．６３） （－８．１７） （－１１．４８） （１．９７）

Ｇｄｐ　 ０．０５２＊＊＊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９８＊＊＊

（８．３８） （６．４４） （０．８０） （３．２４）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 －０．０２５＊＊＊

（－１７．８９） （－１４．９９） （－５．３８） （－３．４９）

Ｒｄ　 ０．１３９＊＊＊ ０．１５８＊＊＊ ０．１０９　 ０．３１１＊

（２．８４） （２．６７） （０．９９） （１．９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０．００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
（１．０６） （２．６６） （２．４４） （－０．０３）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５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０．４１） （１．２６） （５．２０） （１．８０）

常数项 １．１１０＊＊＊ ０．７０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９７
（３０．３１） （９．０８） （０．９１） （０．４６）

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否 是 是 是

Ｎ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注：经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表中模型利用ＦＥ进行估计均比利用ＲＥ估计更为恰当，因此我们仅给出了ＦＥ估计结

果。＊、＊＊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了企业的出口升级能力。另一方面，大部分的跨国企业，尤其是来自于ＯＥＣＤ国家的跨国企业往

往都能发挥示范效应，具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对国际领先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模

仿和吸收，有助于降低企业自身的边际生产成本，增强企业的出口升级能力。因 此，企 业 出 口 的

ＤＶＡＲ究竟如何受到ＦＤＩ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在产生负向影响的竞争效应和正向影响的 示范 效应

中哪一种的效用更明显。基于估计结果，显然本土企业受到竞争效应的影响更明显，而外资企业则

更多地受益于示范效应。
（三）非线性关系检验

在前面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城市的ＦＤＩ和ＤＶＡＲ之间是否还存在着非线性关

系。在基准计量模型中加入Ｆｄｉ的二次项，得到前文分析的模型 （２）。表３展示了模型 （２）的回

归结果：在城市总体、城市的内资企业和城市的外资企业三种分组讨论情况下，第 （３）列所展示的

表３　二次项检验的估计结果

模型 （１）ＯＬＳ （２）ＦＥ （３）ＦＥ （４）ＦＥ

样本 城市总体 城市总体 城市内资企业 城市外资企业

Ｆｄｉ －０．０９５＊＊ －０．１２３＊＊＊ ０．２２９＊＊＊ ０．１２３
（－２．５４） （－３．１３） （３．２２） （１．１４）

Ｆｄｉ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４ －０．６４５＊＊＊ ０．０５５
（－１．２２） （０．０９） （－８．１３） （－０．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否 是 是 是

Ｎ　 １　２４２　 １　２４２　 １　２４２　 １　２４２

　　 　注：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没有列出。＊、＊＊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３４１—

李小平，等：ＦＤＩ抑制还是提升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国２４１个地级市数据研究



对于城市内资企业，ＦＤＩ对于ＤＶＡＲ表现出非线性的影响，ＦＤＩ的影响呈现 “倒Ｕ型”，也就是说

在城市外资占比较小时对于内资企业是促进作用，可能更多地发挥了示范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而

这种促进作用当外资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会逐渐变成抑制。ＦＤＩ的作用存在 “天花板效应”，当外资

占比水平越过顶点后更多的产生的竞争效应会带来抑制作用。
（四）分组估计结果

为了考察基于不同类型城市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影响，这 一 部分 将我 国的 地级 市 按 照 地 理 位 置、
规模和行政级别进行划分并且分样本检验。

１．不同地理位置的 估 计 结 果。表４汇 报 了 中 国 东 部、中 部 和 西 部 地 区ＤＶＡＲ受 到ＦＤＩ的 影

响。从总体上来看，ＦＤＩ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ＤＶＡＲ都显著呈现抑制作用，其中对于东

部和西部的地区抑制作用略高于中部地区。更进一步地，基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检验发现，
对于内资企业，中西部地区的抑制效应表现得更明确；从外资企业来看，ＦＤＩ主要对中部地区产生

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不显著。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对外开放时

间长、开放程度也比较高，外资进入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对我国东部地区形成了 “低 端 锁

定”，使得东部地区大部分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过程中基本被控制在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因此对

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内资企业更多地表现出抑制作用；而西部地区外资进入较少，因此作

用不够显著；中部地区还处于外资进驻的初期阶段，ＦＤＩ的示范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表现得更为明

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表４　不同地理位置和规模城市的估计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东部 中部 西部 特大城市 大城市 中等城市

Ｆｄｉ －０．５４３＊＊＊ １．４４５＊＊＊ －１．５３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８２＊＊＊ －０．１６８＊＊

（－２．６２） （４．８０） （－６．４６） （－５．９０） （－３．８１） （－２．３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６９５　 ５７６　 ２９５　 ７５２　 ４２１　 ９２

　　注：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没有列出。＊、＊＊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２．不同规模城市的估计结果。依据１９８９年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规定的划分

标准：非农人口在５０万以上的为大城市，２０万至５０万之间为中等城市，小于２０万的为小城市。
再合并１９８０年参照联合国的标准，将超过１００万人口的认定为特大城市。本文依照特大城市、大

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划分对ＦＤＩ对于不同规模城市ＤＶＡＲ的影响做回归分析。由于本文研

究的是工业企业数据库，小城市主营业务在５００万以上的企业极少，因此在回归结果中没有展现。
依据回归结果 （如表４所示）发现，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ＦＤＩ带来的对于ＤＶＡＲ的效应都是负

向的，其中对中等城市的抑制效用最大。通过二次项检验结果不显著，说明对于不同规模城市ＦＤＩ
对于ＤＶＡＲ的影响不存在非线性关系。

３．不同行政级别城市的检验结果。按照地级市是否是省会城市进行划分后再次检验发现，从

总体来看，外资还是会产生抑制作用，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在分组回归的过程中发现，对于非

省会城市，ＦＤＩ对内资企业的ＤＶＡＲ产生 “倒Ｕ型”的影响，而对于外资企业主要体现为促进作

用 （如图２所示）。这可能是由于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省会城市的各项生

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等比较集中，经济发展速度更快，在生产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和劳动力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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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方面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外资带来的竞争溢出的负向效应会超过示范以及人员培训等正向

效应。而非省会城市各项资源相对缺乏，尤其是在高质量的劳动力上，因此，外资进入所带来的正

向的示范效应和人员培训效应促进了其ＤＶＡＲ的提升。

图２　非省会城市内资及外资企业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影响

五、影响机制的实证分析

通过在模型中加入中间品投入和ＦＤＩ的交互项进一步测度ＦＤＩ对地级市ＤＶＡＲ的影响机制。

表５第 （１）列汇报的是全样本２４１个地级市的检验结果，显示ＦＤＩ通过中间品投入对城市ＤＶＡＲ
产生抑制作用。第 （２）和第 （３）列 展 现 的 分 别 是 内 资 和 外 资 企 业 的 分 析 结 果：对 于 内 资 企 业，

ＦＤＩ通过中间品投入对ＤＶＡＲ产生负向的影响，而中间品投入水平会减少ＦＤＩ对ＤＶＡＲ的抑制作

用；对于外资企业，ＦＤＩ通过中间品投入对ＤＶＡＲ产生正向的效应，而中间品投入水平的增加会

减少ＦＤＩ的促进作用。形成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第一，跨国企业在通过ＦＤＩ进入东道国的过

程中，通过中间品的流入可以带来示范效应；内资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中间品的同时，可以通过

中间品的流入学习到跨国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基于中间品所带来的正向的示范效应一

定程度上减弱了ＦＤＩ对于内资企业的抑制作用。第二，外资企业可以以更低的价格或者是便利性

获得外国中间品，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会直接使用外国中间品，而不选用本国的中间品，进而

外国中间品对于本国中间品会产生替代作用和挤出效应，从而降低了ＦＤＩ所带来的促进效应。

表５　交互变量检验结果

（１）全样本 （２）内资 （３）外资

Ｆｄｉ　 ０．０５１ －１．３９１＊＊＊ ０．７８７＊＊＊

（０．７６） （－１１．４６） （４．３０）

Ｆｄｉ＊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０．０１１＊＊ ０．０７０＊＊＊ －０．０４６＊＊＊

（－２．５７） （９．１２） （－３．９６）

Ｇｄｐ　 ０．０６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８４＊＊＊

（６．１２） （１．８６） （２．７９）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０．０３６＊＊＊ －０．０４７＊＊＊ －０．０１１
（－１２．４６） （－８．９７） （－１．４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注：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没有列出。＊、＊＊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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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中间品投入作为中介变量而产生的效应，本文借鉴温忠麟等［２３］提出的中介效

应的检验方法和程序，实证考察ＦＤＩ对于ＤＶＡＲ影响的作用机制。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设定如下：

Ｄｖａｒｊｔ ＝ａ０＋ａ１Ｆｄｉｊｔ＋ａ２Ｘｊｔ＋εｊｔ （８）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ｊｔ ＝ｂ０＋ｂ１Ｆｄｉｊｔ＋ｂ２Ｘｊｔ＋εｊｔ （９）

Ｄｖａｒｊｔ ＝ｃ０＋ｃ１Ｆｄｉｊｔ＋ｃ２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ｊｔ＋ｃ３Ｘｊｔ＋εｊｔ （１０）
表６　中介效应检验

（１）Ｄｖａｒ（２）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３）Ｄｖａｒ

Ｆｄｉ －０．１０９＊＊＊ －０．２１５ －０．１１８＊＊＊

（－６．８８） （－１．２４） （－８．１７）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 － －０．０３９＊＊＊

（－１４．９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是 是 是

Ｎ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中介效应 －０．０１８＊＊

｜Ｚ｜＝２．１２９＞０．９７

　　注：由 于 篇 幅 限 制，控 制 变 量 检 验 结 果 没 有 列

出。＊、＊＊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其中，ｊ和ｔ分别表示城市和时间；Ｄｖａｒｊｔ代表

城市的ＤＶＡＲ；Ｆｄｉｊｔ代表城市的外资进入比率，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ｊｔ代表城市中间品投入总额并对其取对数；

Ｘｊｔ为控制变量；εｊｔ为虚拟变量，用来控制无法观测

到的随着 城 市 变 化 产 生 的 效 应。表６中 第 （１）—
（３）列分 别 为 模 型 中 公 式 （８）— （１０）的 回 归 结

果。基于中 介 效 应 检 验 模 型，方 程 （８）的 自 变 量

Ｆｄｉ的系数回归结果是显著的，说明中介效应成立。
同时，由于公式 （９）的自变量Ｆｄｉ对中间品投入回

归系数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做Ｓｏｂｅｌ检验。Ｓｏ－
ｂｅｌ检验的结果Ｚ统计量为２．１２９，大于０．９７，表明

中介效应在５％的水平上显著存在，中间品投入是

ＦＤＩ对ＤＶＡＲ影响的中介渠道之一。

六、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的检验

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逆向因果以及某些非观测因素，如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等，这些遗漏项会使

解释变量Ｆｄｉ产生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具体的实证分析过程中，采用时间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

应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的问题。为了更进一步地消除内生性，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进

行内生性检验。与已有文献的分析类似，我们选取解释变量Ｆｄｉ滞后一期和控制变量城市的Ｇｄｐ
水平 的 滞 后 一 期 分 别 作 为 当 期Ｆｄｉ变 量 和Ｇｄｐ的 工 具 变 量。表７第（３）项 展 示 了２ＳＬＳ检 验 的 结

表７　稳健性检验一

解释变量 （１）总体ＯＬＳ （２）总体ＦＥ （３）２ＳＬＳ （４）内资企业 （５）外资企业

Ｆｄｉ＿ｎｅｗ －０．１５７＊＊＊ －０．０９５＊＊＊ － －０．３５９＊＊＊ ０．４２２＊＊＊

（－１７．８０） （－８．３４） （－１７．０９） （１２．４９）
Ｆｄｉ＿ｔ － － －０．０８６＊＊＊ － －

（－６．３１）
Ｆｄｉ／Ｇｄｐ －０．７８５＊＊＊ －０．４２５＊＊＊ － －０．５４５＊＊＊ ０．５４０＊＊

（－１０．５０） （－５．６８） （－３．９８） （２．５６）
Ｇｄｐ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０＊＊＊ － ０．０１８＊＊ ０．０７３＊＊

（６．３０） （６．２７） （２．３６） （２．５１）
Ｇｄｐ＿ｔ － － ０．０３３＊＊＊ － －

（４．５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地区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１　０６６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注：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没有列出。＊、＊＊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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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Ｆｄｉ＿ｔ和Ｇｄｐ＿ｔ分别表示滞后一期的变量。通过检验结果发现，控制了潜在的内生性以后的

检验结果依然显著，我们前文检验的结论依然成立。
（二）稳健性检验

１．区分ＦＤＩ来源地。各地区ＦＤＩ水平对于地区ＤＶＡＲ的影响是否会因为外资来源地不同而产

生差异呢？这一部分将港澳台资金来源纳入考虑，把港澳台资本金和外商资本金共同占比作为新的

ＦＤＩ进行检验分析，用Ｆｄｉ＿ｎｅｗ来表示。表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新的ＦＤＩ水平对ＤＶＡＲ影

响的结果跟前文分析结果一致。将港澳台企业纳入考虑后，对内资企业的影响变化不大，而对外资

企业的促进作用则显著提高了。可能的解 释 是，来 源 于 港 澳 台 地 区 的 外 资 企 业 本 土 化 水 平 相 对 于

ＯＥＣＤ国家的外资企业更高一些，较多地购买大陆原材料和零件等，使用的中间产品比率较低，对

于外资企业产生了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

２．利用宏观层面数据衡量ＦＤＩ。将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 《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匹

配，把年鉴中地级市外商实际投资额和ＧＤＰ的比例 （用Ｆｄｉ／Ｇｄｐ表示）作为地级市的ＦＤＩ水平。
利用新的ＦＤＩ规模数据做ＯＬＳ和随机效应检验，如表７所示，结果和前文检验结果一致。

３．Ｔｏｂｉｔ模型回归。由于被解释变量Ｄｖａｒ是取值范围为 （０，１）的变量，可以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

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外商直接投资对于ＤＶＡＲ在总体上有抑制的

作用。这一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内资企业，而对于外资企业的作用以正向为主。

４．制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地区在制度环境上可能存在差异，由这些差异的存在

引出了一个问题，ＦＤＩ对城市ＤＶＡＲ的影响和它所在地区制度环境的变化是 否有关？为了进一步

考察这一问题，在基准模型的控制变量中引入了地区市场化指数 （ＭＫＰ）［２４］，把 ＭＫＰ作为新增的

控制变量。表８展示了 ＭＫＰ指数作为控制变量得到的回归结果。可以明显看出，无论是对于城市

总体分析还是分组分析，ＭＫＰ对于ＤＶＡＲ的影响都是显著为正的，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

高，对其ＤＶＡＲ的促进作用也会越大。具体的，无论是对于一个城市的总体，还是内资以及外资

企业的ＤＶＡＲ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外资企业的作用强于内资企业。Ｃｈａｋｒａｂｏｒｔｙ的研究［２５］

表明，具有良好外部市场条件的企业会展现出更高的生产绩效，这与本文检验结果一致。

表８　稳健性检验二

模型 （１）总体 （２）总体 （３）内资 （４）外资

估计方法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Ｔｏｂｉｔ
Ｆｄｉ －０．１０６＊＊＊ －０．１１１＊＊＊ －０．３４７＊＊＊ ０．１２２＊＊＊

（－７．０８） （－７．５５） （－１４．４９） （３．２４）

ＭＫ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４＊＊＊

（６．１０） （３．１１） （５．１９） （５．２５）

其他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Ｎ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１　５７３

　　 　注：由于篇幅限制，控制变量检验结果没有列出。＊、＊＊ 和＊＊＊ 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

七、结论和政策建议

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不仅仅只体现在总量规模上，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

价值链中攫取国内增加值的能力。在诸多影响ＤＶＡＲ的因素中，ＦＤＩ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基于微

观企业数据库，以测度我国地级市层面的ＤＶＡＲ为基础，检验了ＦＤＩ对我国ＤＶＡＲ的影响程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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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机制，得出以下结论：（１）ＦＤＩ带来的国外中间品流入，通过竞争效应加剧了其与本土企业以

及相关行业国内产品的竞争，对本国的中间品产生了一定的替代作用，造成本土企业的产出和对本

国中间产品供给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内出口品的增加值。因此，从总体上看，ＦＤＩ对于

城市的ＤＶＡＲ呈现出抑制的作用。（２）从不同的所有制类型来看，ＦＤＩ对城市内资企业的ＤＶＡＲ
的影响呈现 “天花板效应”，说明ＦＤＩ在初期的时候更多地发挥了示范和人员培训效应，但在越过

顶点后竞争效应则显现得更多。ＦＤＩ对于外资企业显现出的促进作用则得益于ＦＤＩ技术溢出产生

的人员流动效应、示范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的正向效果。（３）从不同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的ＦＤＩ
水平对于ＤＶＡＲ都存在抑制作用，东西部地区的抑制作用稍强于中 部。同时，ＦＤＩ对于中部和西

部地区内资企业的抑制作用明显强于东部地区；ＦＤＩ对于中部外资企业的ＤＶＡＲ表现出一定程度

的促进作用。（４）从作用机制上看，ＦＤＩ通过中间品投入影响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于内资

企业，ＦＤＩ通 过 中 间 品 投 入 对 ＤＶＡＲ产 生 抑 制 的 效 应，而 中 间 品 流 入 的 越 多，会 减 缓ＦＤＩ对

ＤＶＡＲ的抑制作用；对于外资企业，ＦＤＩ通过中间品投入对ＤＶＡＲ产生促进的效应，中间品的投

入程度越高，会减少ＦＤＩ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应优化外资引进结构，强化市场引导，

从注重引进外资的规模转向注重引进外资的质量。外资对ＤＶＡＲ 的作用受到所有制类型的制约，外

资企业更能享受到ＦＤＩ带来的红利。同时，本土企业应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这一平台，通过引进中间

品，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对外资

进行结构优化和引导。第二，提升本土企业中间品利用的质量，推进产业转型升级。ＦＤＩ通过中间品

投入对ＤＶＡＲ产生抑制作用主要缘于我国容易被控制了价值链高端环节的发达国家锁定在低端领域，
各地政府应该更为积极地制定政策，促进企业尤其是本土企业的创新，提升中间品质量，同时增加中

间品种类，防止被进口原材料和中间品所替代，推进本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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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平，等：ＦＤＩ抑制还是提升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中国２４１个地级市数据研究


